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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

论火把节的来源
———兼及中国民族学的“高文化”问题

王小盾

　　摘　要：火把节古称“星回节”，流行于滇、贵、川等地的彝、白、汉等民族之中，一般在六月下旬和十二
月下旬举行，节日的意义在于以此标志新年。有学者认为，火把节与星回节来源不同。但联系彝族历法中

“一年两截”制遗迹和彝族传统的恒星观测法，可以论证这两个节日习俗有共同的原初本质和古老渊源，从

文化积累角度看，“星回”是“火把”的底层。火把节起源研究启示我们，中国民族学研究应注意“高文化”

问题，重视文献、文物资料对于民族文明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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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火把节是流行在彝、白、纳西、拉祜、哈尼、傈僳、普米、藏、壮、瑶等西南民族当中的节日。从凉山

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的遗存情况看，火把节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举行，包括“东伺”、“东格”、

“东刹”三项内容。“东伺”的意思是过节，亦即举行以太阳神、祖神、火神为对象的祭祀仪式；“东格”

的意思是玩火，包括摔跤、爬杆、跳高、歌舞、选美、斗牛、赛马、射箭、抢羊等娱乐节目；“东刹”则指送

火神、拜长老、走娘家等风俗活动。① 关于火把节的来源，各民族有不同的传说，一说起源于颂扬邓赕

诏王之妻慈善夫人的贞节（白族），一说起源于对情死者的追悼（蒙古族），一说起源于迎接和感谢五

谷神跋达（白族），一说起源于始祖神祭祀（彝族撒梅人），一说起源于对反抗天上权势之神灵的纪念

（纳西族），一说起源于对反抗世间权势之英雄的纪念（彝族阿细人），一说起源于烧害虫的习俗（彝族

撒尼人），一说起源于征服恶魔的庆典（拉祜族），等等。② 各说不同，乃表明火把节在传播过程中吸

收了多种文化内涵。有一个关于神话年代的假定说：“一个神话的分布范围越广，这个神话就越古

老。”③由此推断，火把节不仅有丰厚的历史积累，而且有很古老的来源。

为了理解火把节的原初本质，历代学者一直在追寻其来源，相关意见不胜枚举。其中在学术界影

响较大的是两部论著：一是游国恩于１９４２年发表的《火把节考》。④ 该文逐一考察了关于火把节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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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普格县素被称作“火把节之乡”。２０１０年８月，我在该县西洛区、螺髻山镇等地参加火把节活动，作了调查采访。
此处根据８月４日对普格县彝学会会长火补舍日的采访记录。
参见伊藤清司：《传说与社会习俗：火把节故事研究》，孙浩译，《日本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安娜·露丝：《北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见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论文选》，朝戈金 等译，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２２页。
参见游国恩：《火把节考》，见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０１—４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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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说，认为最可信据的是关于慈善夫人的传说，所以火把节起于元明之交，燃火把的功能是“照岁

而祈年”。该文并认为“星回”的涵义是《礼记》所云“星回于天”，是冬季岁末的天象，不合发生在季

夏，所以火把节与星回节无关。二是彝族学者朱文旭的《彝族火把节》。此书认为火把节来源于彝族

先民对火的崇拜，与星回节毫无关系。① 其理由约略有四：（一）“火把节和星回节，一个是农历六月，

一个是农历十二月，时间差异太大”。二者“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第３９、６８页）。
（二）《太平广记》引用的《玉溪编事》所记“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

赋诗”云云，“距南诏时期已经较久远了，可以说有误载的可能，或有张冠李戴之嫌”（第４３、６８页）。
（三）《贵州通志》把“彝族年”说成是过火把节，并记普安府风俗云“夷人每岁以冬夏二季月二十四日为

火把节”云云，“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作者对当时的彝族习俗不深入了解造成的”（第４３页）。（四）古今典
籍关于火把节为“星回”，为“年节”、“过岁”的记载，乃是“穿凿附会，互相传抄，以讹传讹”，属于“误载

误传”（第４４—５１页）。总之，此书只相信作者在彝族地区的生活经验，而不相信古来的记录，故认为
火把节是“各地彝族统一的节日，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时期的古代氏族、部落的火

──太阳崇拜时期”（第７３页）。
以上两部论著内容全面、资料丰富，但其结论──特别是对星回节资料的排斥──却是值得推敲

的。《火把节考》的问题是对古籍所记“星回岁终”一语作了比较狭隘的理解，即认为“岁终”一定是

指汉族历法的冬季岁末，而未想到按某种古历法，季夏也可能有一个岁末。《彝族火把节》的问题则

是处理资料主观武断。比如《玉溪编事》由后蜀（９２５年至９６５年）人金利用所作，②是和南诏（９３７年
灭国）同时代的作品。作者所处的年代和地点都不能说“距南诏久远”，作者所记的事迹———例如骠信

《星回节》诗———则有众多旁证。在不加考订的情况下，是不能把它判为“误载”的。又比如记载星回节

的典籍《贵州通志》等，大多是地方志书，由地方长官主持当地人编纂，实际上是古代的田野记录，说它们

未作“深入了解”，出于“穿凿附会”，也是无稽之谈。另外，此书所提供的证据恰好和自己的观点相悖。

比如在《彝族火把节》一书第２１２—２１５页，列举了《南诏野史》等典籍关于星回节的记录；在该书第
２９６—３２１页，列举了骠信、杨慎、高乃裕、倪星郎、马太元、金冕、颜汝玉、张汉、缪文龙、官直、何大宠、朱庆
萱、陈铭等人关于星回节的诗文，这些文献都指明了火把节和星回节的同一。

以上做法，事实上弱化了火把节研究在科学技术史方面的意义，也弱化了这项研究的历史学水

平。本文认为，对此应当重新讨论。讨论的目的不仅在于正确认识火把节的来源，而且在于正确认识

各类资料的关联，以建立民族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二、从历史资料看火把节和星回节

从历史资料看，火把节其实就是星回节。明谢肇膌《滇略》卷四《俗略》明确说到：六月二十五日

的这个燃松明为庭燎的节日，“谓之火把节，又谓星回节”。③ 无独有偶，杨慎《星回节》、《刺桐花行》

诗亦云“年年六月星回节”、“星回节后流萤院”，④明曹学?《蜀中广记》卷一五《名胜记》“下川南道”

也说，人“每岁六月廿四日为星回节”。⑤ 此外还有一大批清代以来的文献，肯定了“星回节俗谓之

火把会”等事实，如：冯盨《滇考》卷上“并六诏为一”，《云南通志》卷八《风俗》，张伦至《南安州志》卷

一《地理志》，李斯?、黄元治《大理府志》卷二一《列女》，秦仁、王纬、傅腾蛟《弥勒州志》卷八《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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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朱文旭：《彝族火把节》，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３８页。以下引用此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参见《通志·艺文略·小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本，第７９８页上。
谢肇膌：《滇略》卷四《俗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４９４册第１３８页下。
杨慎：《升庵集》卷三六、卷三九，成都：天地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５５、５９１页。流萤是常见于夏季的景象。
《蜀中广记》卷一五《名胜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５９１册第１８５页下。



方桂、胡蔚《东川府志》卷八《户口附人种》，毛
!

、朱阳《晋宁州志》卷八《风俗》，李《蒙自县志》卷二

《风俗》，师范《滇系·杂载》“火把节”，缪阗、施映
"

《陆凉州志》卷二《风俗》，戴炯孙《昆明县志》卷

二《风土志》，马标修、杨中润《路南县志》卷一《风俗》，张培爵、周宗麟、周宗洛《大理县志稿》卷六《社

交部·社会教育》，霍士廉、由云龙《姚安县志》卷五三《礼俗志》“风俗”，郑少成、杨肇基《西昌县志》

卷一一《艺文志·文苑》“记叙类”载何成瑜《火把记》。这些记录来源不一，所记之事又覆盖了四川、

云南、贵州诸地，说明火把节和星回节的同一关系是广泛的客观存在，不容轻率否定。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把记有南诏星回节和骠信诗的典籍──公元１０世纪史书《玉溪编事》
──看作关于火把节的最早记录。① 这一记录是和流传在彝族、白族等民族当中的火把节习俗相对
应的。因为按照语言学家的看法，“骠信”是白语的称呼，意为白祖、白王。② 根据历史资料，南诏国包

括今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部分土地，以黑彝先民乌蛮蒙姓为国王。③ 这就是说，《玉溪编事》的

记录符合火把节习俗的民族属性和地域分布。因此可以判断，现在的火把节来源于南诏时期的星回节。

当然，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在宋代史料中，除南诏故事外，未见关于火把节的记录，这种

记录是在元代以后大量出现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南诏星回节和后世火把节是彼此断裂的两件事呢？

我看不是这样，因为这些火把节史料都和南诏故事有内在联系。首先，各种火把节史料都把一个恒星

年或回归年划分为两年（岁）；其次，这些史料都强调了用节日来标志新年的意义──因而印证了所
谓“星回”。例如以下记录：

苦葱，爨蛮之别种……以六月廿四日为年，十二月廿四日为岁首。④

（爨蛮）俗或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节，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年，至期，搭松棚以敬天祭祖。⑤

每岁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过小年……会十月朔日为大过年。⑥

（倮罗）六月……星回节，俗谓之火把会，在廿四、五两日，斫松为燎，高丈余，入夜争先燃之，

村落用以照田祈年，以炬之明暗占岁之丰歉。⑦

云南马龙州六月廿四为年节。是晚，妇女俱艳妆，燃炬照屋，谓之照岁。耀如同白日，大家

小户俱盛陈酒馔，合家欢乐，名为过年。⑧

这种以“六月廿四为年节”的情况，或者说分一年为两节的情况，恰好可以用“星回”来加以解释。

因为“星回”是关于恒星观测的概念，用来确定太阳在星空中的位置。从地球人的角度看，每个回归

年，太阳要在星空背景上运行一周。因此，就作为观测标准的特定恒星来说，它同太阳有两个基本关

系：一是对冲，二是相偕。当对冲时，此星与望月合宿；当相偕时，此星与太阳合宿。这两者恰好把一

个恒星年或回归年划分为两节。

总之，根据现存３０多种关于火把节的历史文献，可以建立以下认识：
（一）火把节即星回节，流行于彝族和其他西南民族之中，一般在六月下旬和十二月下旬举行，节

日的意义在于以此标志新年。其风俗活动有燃火把、跨火、宰牲歌舞、敬天祭祖等项目。

（二）星回节取义于岁首之星回归原处。因此，它来源于以星座判别新年的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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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玉溪编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３９８１页。
参见徐琳：《南诏、大理国“骠信”“摩诃罗嵯”名号探源》，《民族语文》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参见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见《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５９—７７页。
傅恒：《皇清职贡图》卷七，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６３页。
王文韶、魏光焘 等：《续云南通志稿》卷一六《南蛮志·种人》引《临安府志》，四川岳池光绪刻本，３页右。
马忠良：《越厅全志》卷一二《夷俗志》，《中国方志集成》第７０册《四川府县志辑》，第５９９页下。
秦仁、王纬、傅腾蛟：《弥勒州志》，《故宫珍本丛刊·云南府州县志》第４册，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７页下。
许缵曾：《东还纪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影印本，史部第１２８册第５４１页上。



（三）这一历法把一个恒星年或回归年分为两年，即所谓“一年两截”。其中以季夏的年节更为重

要，所以大部分资料所记载的是六月的火把节习俗。也就是说，六月下旬的年节同作为历法标记的这

一星座有更密切的联系。

①　参见李世忠、孟之仁：《彝族星回节源流考》，《思想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６期。
②　据彝文典籍《星回历》，“五月份无星座”的准确说法是五月没有“拖节日”———不见鸡窝星（昴星）与月亮相遇，也
就是不见鸡窝星。参见李云峰 等主编：《“梅葛”的文化学解读》，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２页。

③　《云南志略》，见《说郛三种》卷三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本，第１册第６２３页；陆次云：《峒溪纤志》
上卷“人”，见《龙威秘书七集》，第４册第４页左。

④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９４页。

⑤　战国至汉初实行的历法。因为一回归年等于３６５．２５日、一朔望月等于２９４９９９４０日，故须在１９个太阴年中插入７个

闰月。岁余四分之一日，所以称为四分历。

⑥　师有福：《彝族〈十月兽历〉简介》，见《彝族古籍研究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８页。按《彝族天
文起源》一书由彝族毕摩黄文彩传抄于光绪二十年。

⑦　《裴妥梅妮·苏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１页。
⑧　《门咪间札节》，见《彝文文献译丛》第１辑，云南省社科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１９８１年，第８页。
⑨　《滇彝天文》，见《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⑩　参见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５５页。

（四）由以上三点可以推知，这个作为新年标志的星座，是在每年六月下旬从阳光遮蔽中重见于

夜空，又在每年十二月下旬子夜上中天的。彝族的毕摩说：“五月无星座。”在五、六月间，过去的彝族

人须举行长达旬余的欢庆活动。①其缘故应当在于：由于太阳入宿，受阳光遮蔽，此星有一段时间在夜

空消失了。②

（五）由于神星消失，所以才有“洒火把”的习俗。《云南志略》所谓“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

《峒溪纤志》所谓“祭天过岁”，③其原始涵义即是表达对神星的召唤。

（六）联系于火把节和星回节的历法十分古老，同汉族通行的夏历长期无关联。因此，火把节的

日期并不固定，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其日期相差达３０天之多；关于星回之“星”，历来的解释亦莫
衷一是。１９５３年，在今云南南涧彝族自治县，有一位名叫鲁富安的彝族老人明确指出了火把节所依
据的历法与夏历有别，他说：“我父亲（巫师）说过，彝族的火把节本来不在六月二十四日这天，这是假

火把节。彝族的真火把节被汉族的闰月搞乱了。”④这一说法表明，火把节关联于较四分历⑤更原始

的历法形态。

下面，本文拟对这些认识做出补充论证。

三、星回节同“一年两截”制的关联

关于“以六月廿四日为年，十二月廿四日为岁首”，或“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节，十二月二十四日为

年”，彝族人有一个说法：叫“一年两截”。例如彝文史籍《彝族天文起源（十月兽历）》说：“一年分两

截，一年有四季。”⑥《裴妥梅妮》说：“一年分两截，两截共四季。”⑦《门咪间札节》说：“六个月做一年，

粮食还没有成熟，六月一年做不成。”⑧《滇彝天文》则认为：一年是被两个新年分为两截的，冬天那个

新年称作“年尾节”，夏天那个新年称作“天地汇合节”或“阴阳交替节”。⑨

“一年两截”有很多表现。马长寿的调查证明：彝族人重视春秋之分，很多地区“每岁只分为二

时，无四季之节”，这二时分别称作“母里”和“母处”。⑩同样，哈尼族有“年”和“岁首”两分的情况，即

有“札札”、“札勒特”两大年节。“札札”又译为六月年或六月节，节期２至６天，多在夏历五月或
六月的第一个属猪日或属鼠日过，也有放在六月二十四日随彝族火把节一起过的。其主要内容是过

年，即把天神迎到家里过年，以祭天祈丰收，祭天的形式早期用“燎祭”（点火把祭）。“札勒特”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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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年”，节期原来放在冬至前夕，现在放在夏历十月第一个属龙日至属猴日。① 傣历的特点则是以

六月为岁首，从六月开始至五月为一周年；同时有分两季的习俗：从开门节到六月（或七月初）泼水节

为旱季，从泼水节到开门节为雨季。② 这些例证表明，以六月下旬为一个岁时周期的起始，分一年为

两截，是中国西南地区许多民族的习惯。

事实上，在现存的彝族历法中，也可以看到一年两截制的遗迹。③ 比如彝族人习惯用十二兽来代

表十二月。在凉山地区的彝族当中，流行以马月为正月，以鼠月为七月的历法。与此相应，在墨江等

地的彝族中，则流行以鼠月为正月的历法。这种情况，同汉族以鼠为首的十二支符号系统是有密切关

联的。它意味着，在彝族的十二兽历法中隐藏了两个正月：一个是马月，一个是鼠月，其间相隔六个

月。另外两种流行的彝族历法是以猴月为正月，以虎月为七月；或者以虎月为正月，以猴月为七月。

这两种情况，又和夏历以寅月为正月的习惯相通，因为寅就是虎。彝族人还有一个以猪月二十四日为

火把节的习惯。四川凉山、云南巍山等地的彝族以马月为正月，猪月为夏历六月，所以在六月过节；贵

州赫章、云南路南等地的彝族以虎月为正月，猪月为夏历十月，所以在十月过节；云南墨江等地的彝族

以鼠月为正月，猪月为夏历十二月，所以在十二月过节。

表１　不同区域彝族历法中十二兽与十二月的关系

正月

七月

二月

八月

三月

九月

四月

十月

五月

十一月

六月

十二月

凉山、巍山，圣札方言区 马月

鼠月

羊月

牛月

猴月

虎月

鸡月

兔月

狗月

龙月

猪月

蛇月

墨江 鼠月

马月

牛月

羊月

虎月

猴月

兔月

鸡月

龙月

狗月

蛇月

猪月

赫章、路南 虎月

猴月

兔月

鸡月

龙月

狗月

蛇月

猪月

鼠月

马月

牛月

羊月

索地方言区和义脑方言区

部分地区

猴月

虎月

鸡月

兔月

狗月

龙月

猪月

蛇月

马月

鼠月

羊月

牛月

表１说明，火把节、星回节二名的分离，各地节日日期的错乱，是因各地历法发展的不平衡造成
的。但从混乱的现象中可以看到某种本质，即：在后世火把节、星回节两分的情况中，隐藏了一年两截

制的底层。就这个底层而言，火把节和星回节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年两截制（或一年两季制）也是商代和周代初年的习俗。于省吾曾经指出：甲

骨文中有“春”、“秋”二字，且以“春”、“秋”对贞，却无作为季节名的“冬”、“夏”二字。④ 可见殷代实

行春秋两季制。陈梦家则认为：古所谓“岁”，指的是季节，其意为“刿”，亦即收割庄稼，所以在甲骨卜

辞中，可以看到把一年分为“禾季”（上半年）、“麦季”（下半年）的迹象。⑤ 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

在《尚书·尧典》的记载中，已有“分命羲仲……寅宾出日……以殷仲春”、“分命和仲……寅饯纳日

……以殷仲秋”一说，这里的羲、和二分，对应于春、秋二分。在甲骨文和《山海经》中，另外有一套四

方名和四方风名。经过论证可以知道：四方系统来源于东西二分，四季系统来源于春秋二分。通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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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李维宝、鲍梦贤：《哈尼族三大节日溯源》，《天文研究与技术》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参见张公瑾、陈久金：《傣历研究》，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２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７７、１７９页。
参见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２集，第１１４页；朱文旭：
《彝族火把节》，第５９—６８页。
参见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４期；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第２页。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老的东西二分传统，可以了解一年两季制的形成原因──它来源于一日两祭的制度，①也可以了解一
年两季制的年代──它早于四方之分，也早于四季之分。

以上情况说明，同早期火把节相联系的历法形态，接近商代的历法形态。

四、星回节同恒星观测的关联

许多资料表明，在彝族的天文学中，昴星和氐、房、心星是特别重要的星宿。

昴星又叫“昴星团”或“七姐妹星团”，包括肉眼可见的七个星座，在星空中很容易辨认。它居于

西方白虎七宿的中央，在二十八宿中同氐、房、心（大火星）遥遥相对，而与南宫的鸟星（柳星或其附近

之星）构成矩角（见图１）。
早在《尚书·尧典》时代，人们就非常注意观察此三处星座，而有“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

火，以正仲夏”，“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之说。这就是说，由于昴星、鸟星、大火星处于大致成直角或相

对冲的位置，因此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或殷末周初，仲春之时的昏中星是鸟星，仲夏之时的昏中星是大

火，仲冬之时的昏中星是昴星。②

图１　二十八宿分布图

这意味着两件事情：（一）上半年昴星的运行轨迹，到下半年，差不多就成了氐、房、心星的运行轨

迹；同样，黄昏时分昴星的位置，到黎明，差不多就是氐、房、心星的位置；反之亦然。因此，观测昴星，

可以用观测氐、房、心星来代替。（二）星座观测的实质是太阳观测。主要有三种观测法：一是南中星

观测，即观测子夜见于南中天的星座；二是偕日星观测，即观测早晨见于东方地平线、黄昏见于西方地

平线的星座；三是昏中星观测，即观测黄昏见于南中天的星座。后二法可以相互代替──如果把观测
昏中星改为观测偕日出、偕日没之星，那么，昴星观测便是对鸟星观测的代替。

从各方面资料看，彝族为确定“时首”，曾经采用第一法进行昴星观测，而以月亮为参照。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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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３２、１２２—１３０页。
参见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科学》１９２６年１２月。



料见于马长寿的调查，云：

罗彝观念以为天星乃绕月而行。此种天星，计其常见且显而成形者，共二十有八宿……此二

十八宿第一星座之名曰“闼播”，言座首也。凉山中老历象巫士言：座首测定之手续颇难。每当

清明之夜，太阴当空，星宿绕侧。预计闼播在近数夜中将至，于午夜之际，屋顶去屋板一方。人静

卧其下，仰视天空，睹有星名“鸡子母星”者，为 形，渡月而过……斯日即定为座首之日，即闼

播也。①

这里说的就是南中星观测──观测子夜见于南中天的星座。所谓“鸡子母星”，也就是昴星团，
佤族称作“鸡窝星”，②彝族又称“时首星”或“六只一群的山羊”；③所谓“太阴当空”，则是指望月之

夜，此时太阳和星月处于相对冲的位置。关于这种对冲观测法及其同星回节的关联，有许多记录作了

说明。比如彝族人把昴星称作“痴苦”，把星回称作“机姑”。“痴苦”、“机姑”是读音相近的两词，说

明星回的意思就是指时首星（昴星）出现在天上。④四川凉山西北部圣札方言区的彝族人把月亮比喻

为“母鸡”，而把昴星团视为一群小雏鸡，认为雏鸡群每天都在追逐母鸡，一旦追上，月亮和昴星团相

会合的这一天便称作“时首”，或者说是“约定的日子开始了”。⑤这说明彝族人是利用望月和太阳的

对冲关系来观测昴星、确定岁首的。另外，彝文典籍《星回历》（彝名《拖节·路足那书》）把鸡窝星与

月亮相遇之夜称作“拖节日”，认为它经过五月间的消失，至六月二十四日才重新出现。⑥这说明，“星

回节”的确是因昴星回归天空而得名的。

不过，所谓“时首星是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回来，五月至六月二十四日之间是看不见的”云云，⑦却

应当是指偕日出的星座观测，即观测黎明前见于东方地平线的星座。因为只有刚刚被太阳渡过、因而

摆脱阳光遮蔽的星座，才能回到夜幕的边缘上，给人们以“回来”的感觉。有一个彝族传说：古时有家

名叫“地地”的彝族人家有七姐妹，她们同日入水，死后变成了七颗星。为了纪念这七姐妹，彝族人便

把她们在天黑时出现的日子以及天明时出现的日子，分别定为“机姑”，即星回节。正因为这样，一年

有了两个星回节。⑧这一传说不仅说到了“星回节”同昴星观测的关联，而且说到了两种偕日星观测：

分别于天明时、天黑时观察出现于东方地平线的昴星。在前一情况下，昴星处于同太阳相偕的位置；

在后一情况下，昴星则处于同太阳相对冲的位置。

①　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第６４６—６４７页。
②　参见卢央、邵望平：《云南四个少数民族天文历法情况调查报告》，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２集，第３３页。
③⑦⑨　参见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２集，第１２０、１２９、８９、

１２７页。
④⑧　参见罗家修：《古今彝历考》，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６页。
⑤　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第１２４—１２５页；邓文宽、陈宗祥：《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
探》，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２集，第８８页。

⑥　参见李云峰 等主编：《“梅葛”的文化学解读》，第１４２页。

以上几种恒星观测，都有其合理性；但它们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因为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下

弦月；在把六月二十四日定为火把节的时期，是不可能施行望月观测的。望月观测必定属于以六月望

日、十二月望日为年节的时代。历史上是否有过这一时代呢？据《玉溪编事》，南诏人正是以十二月

十六日为星回节的。这说明，在公元１０世纪以前，人们曾经采用望月观测法来确定星回节；到明清之
时，以六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年节，这时的昴星观测法，便应当是偕日星观测了。

除昴星之外，彝族人的时首星还有氐、房、心、尾等东方星宿。在彝族的二十八宿中，这四星被分

别称作“豹角”、“豹眼”、“豹口”、“豹尾”。⑨关于昴星为时首、为雏鸡的说法，也见于对豹角（氐）的评

述。例如四川雷波、马边、峨边、美姑等县的彝族，即以豹角为起首星，认为豹星每天都在追逐月亮，当

豹星与月亮相会合时，便是“交配”或“豹子进洞”。人们一般以豹口星（大火星）对准月亮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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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来对“豹子进洞”过程加以计算，因而往往把大火星记作“豹角”。关于豹星的出现和隐没，彝

族人有许多说法。一种说法是：豹角星一般在阴历六月初九与月亮会合，而在阴历十月份隐没。另一

种说法是：在看不见豹星的时候，才观看“时首”星。①后一种说法值得重视，因为它表明：“时首星”

（昴星）观测和豹星观测可以相互代替。前文说过，由于昴星和氐星处于大致相对冲的位置，所以这

种代替是成立的。

①②　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第１２５、１２９、１３０、１２１、１２６—１２７页。
③　这是绘于１５７７年以前的一幅星图，采自《天文节候躔次全图》一书。原图题有歌诀，大意说此图表示立春时的夜
空，其时昴星、毕星初更南中，鬼、柳、星三星夜半南中。当柳星南中之时，昴星团便开始西落了。

④　参见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第８４８—８４９、８５１—８５２页。
⑤　参见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第１０７页。

前文还说到，昴星观测也可以同鸟星观测相互代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迹象表明，彝族人

曾经采用以鸟星为“时首”的历法。例如彝族人很早就开始了对鬼、柳、星、翼等南方星宿的观测，而

把这四星分别称作“黑鸡”、“灰褐鸡”、“雄鸡神”、“鸡翅鸡尾”，并把柳、星附近的轩辕十四、十五、十

六和御女星称作“雌鸡神”。②考虑到彝族人判断时首的办法是看“雏鸡”和“母鸡”的会合，这种“会

合”曾被称作“交配”，因此可以推断，“雄鸡神”是相对于“母鸡”而建立的星名，它曾经作为时首星。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恒星观测法，也曾见于华夏文化。例如从以下资料看，殷商时期的昴星观测是同

鸟崇拜相联系的：（一）殷商人已经有关于大火、柳、昴（卯）等星宿的知识。在商代金文中，“昴”星写

为“卯”，金文则记有“卯鸟”等星名。（二）商代金文中有“卯鸟”、“卯柳”、“卯酉”等三个名称。这是

相关联的三名，得名于太阳鸟出入的两个方位：东方称“卯”，西方称“酉（柳）”。也就是说，“柳”、

“酉”、“卯”、“鸟”是一音的分化，所以古人称柳星为“酉”星，以昴星与鸟星并祭。（三）殷代三月，鸟

星南中的时候，西方之星为昴宿（见图２③），所以古人并祭之于西方（“乙巳夕，有设于西”）。殷七
月，鸟星重新见于夜空，昴星居中，所以甲骨文有“聉鸟星，七月”的记录。④由此可见，华夏二十八宿，

在结构上和彝族二十八宿是有共同之处的。事实上，它们在细节上也有类似的对应，比如华夏二十八

宿中的翼星被彝族人称作“鸡翅鸡尾”。这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是，因为彝汉二十八宿都以一种主要

的动物代表一方星座，都以动物身体部位为星宿命名，所用动物均为七种左右，说明它们具有共同的

起源。⑤当然，由于尚无可靠资料证明夏代天文历法同彝族天文历法的关联，本文不赞成说“这个文化

源流可以上推到与汉彝文化都有关系的夏文化”；但是可以肯定，在彝族的天文学传统中，的确可以

看到华夏人恒星观测的遗痕。

图２　鸟星南中时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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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与昴星团相关的历法起源很早。前文说到：《尚书·尧典》所记

“日短星昴”（冬至期间昴星在黄昏时的南中），被认为是“唐尧以前之天象”。① 到周秦之间，由于岁

差的原因，昴星“偕日升”成为重要的观测对象。例如《左传·昭公四年》记载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

冰，西陆朝觌而出之”，据孔颖达疏，“西陆朝觌”正是指昴星的偕日升。② 从观测昏中的昴星到观测

偕日升的昴星，中原天文学的这种演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彝族昴星观测法从南中星观测到偕日

星观测的演变及其缘由。

五、星回节同火的关联

对火把节之起源的研究，通常会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火崇拜。这样做有一定道理，因为在火把节的

发展史上，的确有以星回为中心到以火为中心的转变。③ 不过，追溯事物的起源，却需要考虑到文化

积累当中底层和表层的关系。因为每一种当前文化都是由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积累而成的。较下层

（较早期）的文化，其遗迹自然会淡薄一些；而较上层（较后起）的文化，其遗迹则较浓厚。文化要素的

多少，同历史积累的厚薄，是成反比的。例如，历史记录比较重视彝族年的“星回”要素，现存风俗则

比较重视这一节日的“火把”要素，其实，这便反映“星回”是“火把”的底层。

星回作为火的底层，在古代，主要表现为火崇拜同天文历法的联系。其中一个表现是：上古时候，

在华夏地区曾经通行相联系的两种历法──“以火纪”之法和“火纪时”之法。所谓“以火纪”，是依
树木的周期状态确定时历，属物候历；④所谓“火纪时”，则指按大火星的视运动确定农时，属星辰历。

这两种历法后来在风俗中结合起来了，这便成为所谓“行火”、“更火”、“改火”、“易火”，也就是在不

同季节分钻不同树木以为火。⑤ 在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古老民族中，都能看到改火习俗和类似习俗的

遗存。⑥ 改火无疑是一种火崇拜的表现，但《左传·襄公九年》记有以下一段话：

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篋，以出内火。是故篋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

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⑦

这段话却说明，这种火崇拜是具有历法意义的；而且，它既联系于鸟星（“鹑火”），也联系于大火星

（“心”）。这一知识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补充证明以下事项：关于彝族历法的“时首”，有昴星、豹星、

鸡星等说法。从流传的地域看，它们表现为“不同部落的使用方法”；⑧而从渊源角度看，它们却是不

同时代历法制度的反映。

由此看来，火把节、星回节性质相同，都是具有历法意义的节日。正因为这样，在古籍记载中，人

们习惯把火把节称作“为年”、“为岁首”、“为年节”、“为度岁之日”、“为过小年”，认为举火的意义在

于“照岁”、“祈年”、“祭天过岁”。这说明火把是“岁”和“年”的标志。另外，举火把的目的和改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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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

参见《左传·昭公四年》《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影印本，第２０３３页下—２０３４页上。又《尔雅·释
天》：“西陆，昴也。”《十三经注疏》，第２６０９页上。
许印芳《星回节考》虽然低估了星回节的流行情况，但说到了“火节之兴”的事实，云：“夫南诏国灭，星回之节已

废。火节之兴，原于服忠武之威，表贞烈之德，历久不废。而逐疫、祈年、祭先、讲武诸事乘乎其间。”文载《五塘杂

俎》，有《云南丛书》本。

参见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第八章第一节。

参见陈梦家：《五行之起源》，《燕京学报》第２４期。
参见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６月；《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左传·襄公九年》，《十三经注疏》，第１９４１页中—下。
参见邓文宽、陈宗祥：《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第９３页。



同，是逐疫驱邪。例如关于火把节的记录中有“燃之以熏田驱酟”的说法，又有“逐疫送穷”、“灾星除

矣，秽气解矣”等说法。① 这和改火“去兹毒”、“辟毒气”、“烧之于新造之室，以禳祓”②的目的是一样

的。据记载，现在彝族人在火把节中须举行焚烧邪恶精灵的仪式，须在仪式中边舞边念：“烧呀烧
#

烧死吃庄稼的虫
#

烧死饥饿和病魔
#

烧死猪、牛、羊、马的瘟疫
#

烧出一个安乐丰收年。”③或者，他们

要在农历六月二十六日“为全村各家各户扫邪驱鬼”；④或者，要从六月二十五日起连续四天“跳锣”，

挨家挨户除祸祟；⑤或者，他们干脆就认为火把节来源于战胜害虫和恶魔的庆典。⑥ 凡此种种皆说

明，纵然火把节是火崇拜的节日，但不能因此否认它同历法的关联。因为历法有一个实践意义，亦即

对驱除毒物以促进生产的日期加以确定。

以上意义还可以从火崇拜同太阳崇拜的关系方面来加以认识。众所周知，这两者有非常密切的

关联。有人认为：“一切火的崇拜都起源于太阳崇拜”，“火时常是太阳的代表”。⑦ 这话是不错的，在

许多语言中，“太阳”和“火”读音基本相同。例如西夏语“太阳”读“墨”，“火”读“没”；木雅语中的

“太阳”和“火”都读ｍ。⑧ 中国古代岩画中的太阳和火，亦往往画为同样的形状（见图３⑨）。

图３　云南沧源岩画中的太阳纹

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中，情况也一样：火代表光，因而代表太阳。所以在汉字中，从“火”旁、

从“光”旁、从“日”旁的字往往同音同义，或音同义近，例如“鐀”、“耀”、“曜”，“?”、“辉”、“晖”。此

外，中国神话中的燧人氏，便一方面是火神，代表钻木取火之法的创造者，瑏瑠另一方面又具有历法神和

太阳神的性格。瑏瑡 这意味着，火把节中的火，其实代表太阳。

火和太阳的同一性，其中隐藏了火和历法的同一性。因为太阳并不仅仅代表光明和生命的来源；

更具科学意义的是，它代表时间和关于时间的量度。我们知道，量度时间的制度就是历法。而在事实

上，所有历法都是以量度太阳的视运动为本质的。难怪我们可以在众多文献中，看到太阳和历法的关

联。《尚书外传》中关于燧人的记录，便明确说到了历法神和太阳神的联系：

·４１·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参见许印芳：《星回节考》。

语见《管子·禁藏》及尹知章注，《管子校释》，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４０页。
朱文旭：《彝族火把节》，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唐楚臣、普顺发：《高峰乡火把节调查报告》，《彝族文化》１９９４年年刊。
参见李惠兰：《双柏彝族罗武人火把节》，《彝族文化》１９９１年年刊。
参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参见《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７２、４１５页。
岩画中的这三个人形，可以分别命名为“太阳人”（左）、“光明人”（中）、“执火人”（右）。它们表明了太阳、光明

和火的同一。参见汪宁生：《云南沧源岩画的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９、８５页。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王子年拾遗记》：“遂明国有大树名燧，屈盘万顷。后世有圣人游日月之外，至于其国，息此

树下。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博物志》：“燧人钻木

而造火。”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尸子》：“燧人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也。”《艺文类聚》卷八七引《九州论》：“燧人夏

取枣杏之火。”



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①

意思是说：燧人既是造火的人物，也是掌管火的人物。所谓掌管，也就是以火纪时———通过改火、变火

等仪式活动来记录太阳的运动。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人乃把火看作太阳的化身。由此看来，

火崇拜不仅意味着对太阳的颂扬，而且意味着对历法的强调。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同样一个节日在彝

族人那里有了“火把节”、“星回节”两个名称。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应把上古时代华夏人“改

火”、“变火”、“火纪时”等历法习俗（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火崇拜），当作西南民族火把节、星回节风

俗的雏形。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节日庆典中，“火”的仪式作用日益加强，“星回”的涵义

逐渐淡化，以至于渐渐被人们遗忘。

六、关于中国民族学的“高文化”问题

综上可知，火把节和星回节具有同样的本质，是同一个节日。它们联系于一年两截制度，虽然一

冬一夏，但却是同一个新年的标志。星回节得名于为确定新年日期而进行的星象观测，“星回”的涵

义是“时首星”回归于天；火把节则得名于星回节上“照岁而祈年”、“薰田驱螟”的风俗活动，同样具

有历法意义。关于这个节日的各种文献记载彼此关联，相互补充，可以再现其历史面貌。只是在清代

末年以后，由于文献记载和民间遗存现象相疏离，才产生了以为火把节、星回节无关的认识。

作为在西南民族中流行的风俗活动，火把节不仅代表了一种文化传统，而且代表了这些民族的科

学技术水平。从各种资料看，它的日期是通过昴星观测、豹星（氐房心尾等）观测或鸟星（鬼柳星翼

等）观测来确定的，观测时采用了偕望月、偕朝日、偕夕日等法。观测时使用的方法不定，选择的标准

星不定，火把节的日期游移不定，这说明它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为解决岁差问题经历了多次日期调整。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殷周两代的天文学中，表明西南民族的天文学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水平。

关于彝族天文学，有一个习惯看法是把它和《夏小正》相比附，认为两者都用北斗指向来定季节。

因此判断“我国古代以斗柄指向定季节的方法，是起源于古氐羌族的”；而“星回的意义就是指‘沙聂’

（北斗柄）绕着北极星回转”，有时也指“傍晚和早晨时首星上中天”。② 这一判断看起来全面，却忽视

了两件事情的本质区别：一件事是观察北斗而定四季。这其实是天文学萌芽时期所特有的粗放知识，

见于各游牧民族或渔猎时代的民族（并非仅见于古氐羌族）。它符合游牧生活的需要，重点不仅在于

辨认季节，而且在于辨认方向。③ 另一件事是通过观测恒星的昏见、南中等等确定日期。这种历法手

段反映了对于生产周期的精确度的要求，其实是农业的要求。比如基诺人，一旦发现“天上的星星比

苦笋报信准”，便通过观察星星来确定撒种的日期。④ 而且，这种历法建立在认识黄道星座以至周天

星座的基础之上，属于较高水平的天文学。比如彝族的时首星观测，便是和通过二十八宿来确定每月

日期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⑤ 这些区别意味着：星回节之“星回”，既然是同恒星年相联系的概念，那

么它便指的是时首星回归于天，而未必是指北斗星柄的返回。有人说：“在纬度只有２８度左右的凉
山地区，北斗星的尾巴指北的时候，是很难看到的，而且凉山地区的气候特点是一年三季，而不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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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盾：论火把节的来源———中国民族学的“高文化”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风俗通义》卷一、《初学记》卷九、《艺文类聚》卷一一。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第７１、８３页。
参见邓文宽：《鄂伦春族、赫哲族的物候和天文知识说明了什么———关于天文学萌芽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天文

学史文集》第２集，第５６—５８页；陈伯霖：《黑龙江流域渔猎民族星辰知识试析》，《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０３年第３
期。另外，在商周甲骨文和《诗经》、《楚辞》等先秦文献中均有对北斗星的记载。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濮阳西水坡

４５号墓和战国曾侯乙墓中亦出现了北斗形象。
参见卢央、邵望平：《云南四个少族民族天文历法情况调查报告》，第２０页。
参见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第６４５—６４９页。



季，所以这个定季节的方法在凉山地区是不适用的。”①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把北斗柄的移动称

作“星回”，把彝族天文学简单归属于氐羌天文学或虞夏天文学，这些做法就很可怀疑。

由此看来，探讨火把节的起源时，不能把西南民族的文明水平看低。事实上，这种对民族文化的

低看已经成为倾向。这是和欧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相关的。欧美民族学伴随西方国家的扩

张、贸易而产生，主要面向无文字民族，以自身文化和文明的优势为出发点，有与生俱来的片面性。当

这种学问照搬到中国以后，便产生了一系列狭隘的学术习惯。在神话研究领域，其表现是好用“野蛮

社会”、“原始思维”等词语来解释古代文化，常常把古今符号手段的差别曲解为思维能力的差别；在

民族研究领域，其表现是把民族学方法孤立化，往往只看重调查经验而漠视作为文化遗产的历史记

录；在民族史研究领域，其表现则是一元文化观，或墨守来自汉文化的成见（例如只承认冬季的岁

首），或以攀附三皇五帝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正统。尽管本文对火把节之起源的理解未必正确，但是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知道，在这个课题上，有大量误解源于对民族文化水平的误解。

为此，本文认为，中国民族学应注意自身的“高文化”特征。“高文化”概念②的涵义是：中国西南

各民族，均有上千年可以考据的历史。这些民族的文化均是经过制度化的传承而保存下来的，有职业

知识分子为其中坚。其中若干民族且有文字作为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这些民族是完全不同于原始

部落的高文化民族，其历史积累则蕴藏丰富的知识含量。比如彝族，其族源可以经乌蛮、爨夷而追溯

到古羌人。据贵州彝文典籍《帝王世纪》，作为族群知识分子的毕摩，在十几个世纪以前，即承担了

“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的职责。彝族人使用文字的历史已经有七百年以上，其典籍涉及人文、地

理、天文历法等方面，包括《西南彝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等许多创世史

诗。而且，大量彝文典籍尚未识读，仅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所存，即有万卷以上。研究这样的

民族，单一的民族学方法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经验已经证明，田野调查的资料往往落后于历史记

录，被调查者往往不能理解历史遗存。③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便具有不

亚于田野资料的价值；民族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相结合，便是研究的必由之路。以彝族文化研

究而论，其当务之急不是别的，而是整理和识读全部彝文的历史典籍。

“高文化”概念还意味着，民族研究者必须有高文化储备。因为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他们将不

仅面对一般民众，而且要面对包括毕摩（彝）、释比（羌）、东巴（纳西）、丁巴（普米）在内的各种专业人

才；他们将不仅面对现实生活，而且要面对复杂的历史遗存；他们不仅要记录形形色色的风俗和信仰，

而且要理解其深厚的知识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文化储备才能使他们获得充分广阔的胸襟，以

接纳并理解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文明。关于这一点，火把节起源研究已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桑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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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这一概念是由中国音乐研究者提出的，意在纠正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片面性。其内涵是：中国音乐以遗传基因的方

式联系着古今，民间音乐往往是历史上的艺术音乐的民俗遗存；中国民间音乐不同于西方涵义上的“民族音乐”，

而具有专业音乐的理论规范和完备的乐律体系，因此，应称作“传统音乐”。参见黄翔鹏：《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文

化特点及其两例古谱》，《音乐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例如现在的凉山毕摩无法解释一年为何有３６０天，不知如何确定冬夏二至，现代彝文无“朔”、“望”二字；彝族老
人能背二十八宿星名，但不能言其意。参见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第１１１、１１９
页。



经济与社会

国家创新体系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的分析

郭淡泊　雷家　张俊芳　彭　勃

　　摘　要：评价国家创新体系之效率，需要依次评价它的技术效率、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还需要对不同

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进行比较，这才有助于把握影响国家创新体系效率的因素。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创新

体系的效率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创新体系的经济效率低于技术效率；ＦＤＩ流入对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经

济效率有抑制作用，但对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经济效率有促进作用；贸易保护有利于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

技术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创新体系的技术效率的提高；人才流动与两类国家的创新体系的技

术效率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创新体系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　Ｔｏｂｉｔ模型

作者简介：郭淡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雷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张俊芳，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彭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

在“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观背景下，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全面建设成为当前

的首要任务。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依赖于一个成功的富有

效率的国家创新体系。那么，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效率如何？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创新体系效率有何

区别？影响所评价国家的创新体系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哪些？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一）国家创新体系

自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Ｌｉｓｔ提出国家体系的概念以来，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８７）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创新体系
的概念和结构进行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经合组织（ＯＥＣＤ），ＯＥＣＤ（１９９９）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
不同机构组成的集合，这些机构共同或单独致力于新技术的开发和扩散，并向政府提供了一个制定及

执行政策以影响创新过程的框架，同时他认为知识流动是联系国家创新体系结构各主体的核心要

素”。国内学者石定寰和柳卸林（１９９９）等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基本是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立足于中国现状，通过深入分析和国际比较，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提出科学设想（有关学者关

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参见表１）。总体分析，国家创新体系可表现为由一组创新主体（企业、研究机
构、政府等）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组成的网络系统，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创造、储备、转移及扩散、应用，以

提升一国的整体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包括创新主体子系统（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创新支撑

子系统（科技中介、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创新环境子系统（政府、文化环境、市场组织）以及链接流

（资金链、技术与科学链、信息链、法律与政策链、社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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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有关学者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

来源 定义

Ｆｒｅｅｍ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１９８７ ＮＩＳ是在国家内部系统组织及其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下，在公、私领域内形成的一
种网络制度，其目标是启发、引进、改造及扩散新技术

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ＢｅｎｔＡｋｅ，１９９２ ＮＩＳ是由一些要素及其相互联系作用构成的网络系统，这些要素根植于一国之内
并在生产、扩散和使用新的、经济上有效的知识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Ｆｒｅｅｍ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１９９２ 广义上，ＮＩＳ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的引入、扩散新技术，以及与此有关的过程和
系统结构。狭义上，ＮＩＳ仅包括与科学技术活动直接相关的组织机构

Ｎｅｌｓｏｎａｎ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３ ＮＩＳ由一系列制度因素组成，其相互作用决定了国家企业的创新绩效
Ｅｄｑｕｉｓｔａｎｄ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１９９３ ＮＩＳ是由一系列制度和经济结构要素构成，这些构成要素影响着国家技术变革的

速度与方向

Ｎｉｏｓ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３ ＮＩＳ是由一些促进国家科技生产力的公、私企业、大学、政府及其相互作用所组成，
涉及到技术、商业、法律、社会及金融等各方面，其目标是发展、保护、融资及管制

新的科学技术

ＰａｔｅｌａｎｄＰａｖｉｔｔ，１９９４ ＮＩＳ是一个国家制度安排、组织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体现，决定了国家的技术学习
和知识流动的效率和方向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１９９５ ＮＩＳ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制度所组成。在这一框架内，政府对创新过程起到推
动的作用，这些制度因素创造、储存、转移了知识与新技术

ＯＥＣＤ，１９９７ ＮＩＳ是由参加新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是一个为创造、储
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二）国家创新体系效率

国家创新过程不仅是一个创新主体的要素投入与知识产出的技术过程，更是创新主体之间互动、

结网和协同过程。创新主体通过创新网络将知识生产中投入、产出的技术体系进行转化、应用以及扩

散，并最终进入市场成为创新产品。其次，伴随着创新系统活动市场化的过程，创新产品将最终形成

国民生产力。因此，将国家创新体系效率界定为在给定创新资源要素投入（研发资金、人力等）情况

下，通过系统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系统运行，使一国国家创新产出达到最大化的提升。国家创新体

系的效率，不仅仅是投入和产出技术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更是国家创新网络所诱致的

经济绩效（经济效率），这种经济绩效包括了市场效率和社会效率。

创新系统效率研究往往集中在考察其创新与推广的投入产出效率上（Ｄｕｎｋｅｌ，２００１：１９－２２）。
Ｎａｓｉｅｒｏｗｓｋｉ和Ａｒｃｅｌｕｓ（２００３：２１５－２３４）运用ＤＥＡ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比较了不同国家创新系统
效率与研发生产能力的关系。Ｗａｔｃｈａｒａｓｒｉｒｏｊ（２００４：１－１６）运用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研究了泰国９２所
公立非赢利性医院的效率。我国学者在国家层面的研究主要以构建评价体系为主，其效率评价研究

主要集中在区域或企业层面。官建成等（２００５：２６５—２７２）采用ＤＥＡ方法分析了我国省级区域创新体
系的效率以及创新机构资源配置情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池仁勇（２００３：１０５—１０８）以浙江省２３０家
企业为样本，用ＤＥＡ方法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并考察了所有权、文化程度、技术创新方式、协调
性、政府投入等因素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很多学者将 ＤＥＡ方法与其他方法结合
起来使用，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就是典型方法之一。该方法第一步采用 ＤＥＡ分析得出每一个决策单位
的效率值，第二步用第一步中得出的效率值作为因变量，用影响因素等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因

为ＤＥＡ方法得出的效率指数介于０和１之间，所以回归方程的因变量就被限制在这个区间内，为此
在第二步中的回归分析应采用Ｔｏｂｉｔ分析。本文运用ＤＥＡ方法对３９个国家１１年样本的面板数据进
行技术效率、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评价，并运用Ｔｏｂｉｔ模型研究不同程度国家效率影响因素的差异，以
期为我国创新体系效率提升及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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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一）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
１．超效率ＤＥＡ模型
自１９７８年著名运筹学家ＣｈａｒｎｅｓＡ．、ＣｏｏｐｅｒＷ．Ｗ．和ＲｈｏｄｅＥ（１９７８：４２９－４４４）首次提出 Ｃ２Ｒ

模型并用于评价部门间相对有效性以来，ＤＥＡ方法不断得到完善，并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等领
域。Ｃ２Ｒ模型适用于假设投入面满足规模报酬固定的情况，对决策单元的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同时
进行评价。超效率ＤＥＡ模型是由Ａｎｄｅｒｓｅｎ和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３：１２６１－１２６４）于１９９３年提出的，与传统
Ｃ２Ｒ模型相比，其优点在于：当Ｃ２Ｒ模型出现多个ＤＥＡ有效决策单元时，突破了传统的效率为１的限
制，可以直接进行有效决策单元之间的优劣比较，并且有效地区分了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设有ｎ个
决策单元ＤＭＵ，每个ＤＭＵ都有ｍ种类型的输入（表示对资源的耗费）以及 ｓ种类型的输出（表示产
出的数量），对于某个选定的决策单元ＤＭＵ０，判断其有效性的模型对偶规则可表示为：

θ ＝ｍａｘθ

∑
ｎ

ｊ＝１，瓪０
λｊｘｉｊ＋Ｓ

－＝ｘｊ０（ｉ＝１，……，ｍ）

∑
ｎ

ｊ＝１，瓪０
λｊｙｉｊ－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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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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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Ｓ＋＞０，（ｊ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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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θ为目标规划值，λｊ（ｊ＝１，…，ｎ）为规划决策变量，Ｓ
＋，Ｓ－为松弛变量向量。其经济含义为：（１）若

θ≥１，Ｓ＋＝Ｓ－＝０，则称ｊ０单元为ＤＥＡ有效，表明这ｎ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其绩效在原投入
Ｘ０时获得的产出Ｙ０已达到最优；（２）若θ≥１，Ｓ

＋，Ｓ－存在非零值，则称ｊ０单元为ＤＥＡ弱有效，表明投
入Ｘ０减少Ｓ仍保持原产出Ｙ０不变，或在Ｘ０不变的情况下可将产出Ｙ０提高；（３）若θ ＜１，则称ｊ０单元
为ＤＥＡ无效，表明可将投入降至原投入Ｘ０的θ比例而使原产出Ｙ０不减少。值大于１的经济意义可以
测算出各项投入指标在同时按多大比例增加的情况下，决策单元仍能保持ＤＥＡ有效。
２．Ｔｏｂｉｔ模型
理论界对于Ｔｏｂｉｔ模型的研究仍以正态分布假定为基础，即研究被审查的正态分布回归模型，其

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ｙｉ ＝Ｘｉβ＋εｉ　　　 ｙｉ＝
ｙｉ　　　ｉｆ　ｙｉ ＞０

０ ｉｆ　ｙｉ≤{ ０
　　　εｉ～Ｎｏｒｍａｌ（０，σ

２）

当ｙｉ＝０时，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Ｐ（ｙ＝０）＝Ｐ（ｙｉ≤０）＝Ф（－
β，Ｘｉ
σ
）＝１－Ф（

β，Ｘｉ
σ
）

当ｙｉ＝ｙｉ 时，ｙｉ就有ｙｉ 的密度，因此似然函数可表示为：

ｌ（β）＝∑
ｙｉ＞０
ｌｎ［１
σ
（
ｙｉ－β

，Ｘｉ
σ

）］＋∑
ｙｉ＝０
ｌｎ［１－Ф（

β，Ｘｉ
σ
）］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似然函数并不是标准的似然函数形式，包含连续分布和离散分布（Ｇｒｅｅｎｅ，２００１）。
超效率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的步骤为：先采用产出导向的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 ＤＥＡ模型进行创新体
系效率测度，找出ＤＭＵ效率值；再利用Ｔｏｂｉｔ回归方法，对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为ＤＥＡ方法
得出的效率指数是受限因变量，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会给参数估计带来有偏和不一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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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采用Ｔｏｂｉｔ回归分析。
（二）变量的选择

由于国家创新活动中的投入和产出要素的多样性，使得可以选择多样化的评价指标。

１．创新投入指标设计
创新投入的直接指标包含创新经费的投入与人力资源的投入，通常采用Ｒ＆Ｄ（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的投入与Ｒ＆Ｄ人员（全时当量）的投入进行测度。本文将部门分开考察资金及人员投入情况，
选取企业Ｒ＆Ｄ投入（ＢＲＤ）、高校Ｒ＆Ｄ投入（ＨＲＤ）、研发机构Ｒ＆Ｄ投入（ＧＲＤ）、企业Ｒ＆Ｄ人员投入
（ＢＦＴ）、高校Ｒ＆Ｄ人员投入（ＨＦＴ）和研发机构Ｒ＆Ｄ人员投入（ＧＦＴ）六个指标来衡量创新投入。
２．创新技术产出指标设计
创新技术产出能力采用“三方专利”授权量（ＴＰＡ）和科技论文数量（ＳＡＴ）来衡量。专利能较为

全面地反映各国发明和创新信息，因此采用专利作为创新能力的度量受到了普遍认可。而科技论文

数量是新知识的产生、投入人力和财力资源进行研发的直接结果，反映了一个国家创新主体的素质，

因此，科技论文数量也是衡量创新产出的主要指标。

３．创新经济产出指标设计
创新经济产出包含创新活动产出的市场表现及社会整体绩效的表现。分别选用高新技术出口额

占工业制成品比重（ＨＴＭ）和全民生产率（ＯＰＰ）两个指标衡量创新经济产出。高新技术出口反映了
技术商业化的能力，同时也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到新一轮创新活动中 Ｒ＆Ｄ投入水平。全
民生产率体现了创新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整体经济绩效。

对创新产出而言，由于专利产出的滞后性，研究中通常采用滞后两年至三年的时间进行测度（官

建成 等，２００５：２６５—２７２），本研究依次选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数据作为创新投入数据，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数
据测量创新技术产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数据测量创新经济产出。
４．创新体系效率影响因素指标设计
创新体系效率影响因素分析，重在分析创新体系中的关键要素在提高创新体系效率过程中的作

用。因此，从创新体系各要素入手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分析。创新主体子系统中选取企业研发

投入占总投入比例（ＢＲＤ）、企业研发合作强度（ＴＣ）、大学研发投入占总投入比例（ＨＲＤ）三个指标分
析企业、高校等主体的创新行为对效率的影响程度。创新支撑子系统中重点分析教育、基础设施及风

险资本的影响，选取公共教育支出／ＧＤＰ比重（ＥＮＴ）、公路密度（ＲＯＤ）、风险资本强度（ＶＣ）来度量。
创新环境子系统中选取政府研发资助占总投入比例（ＧＲ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ＩＰ）、贸易保护程度
（ＴＲ）来度量政府行为及政策、市场组织环境对创新体系效率的作用。链接流方面，则选取人力资本
流动指数（ＢＤ）、ＦＤＩ（流入）占 ＧＤＰ比例（ＦＤＩ）来衡量人才流动及外资流入的影响。另外，国家财富
（ＧＤＰ）和人口（ＰＯＰ）也是影响创新体系效率的关键因素（Ｎａｓｉｅｒ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３：２１５－２３４）。因此，Ｔｏｂｉｔ
模型中也引入ＧＤＰ和人口两个指标。同时，为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效率影响因素的差异，设
置国家虚拟变量ＤＵＭ（发达国家取１，发展大国取０）。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全球３９个国家和地区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的创新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分析（见表
２），涵盖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创新型国家）以及后发国家中具有影响力的主要国家，其中发达大国
（人均ＧＤＰ≥ １万美元，人口≥２千万）１１个，发达小国（人均ＧＤＰ＞１万美元，人口 ＜２千万）１８个，
发展中大国（人均ＧＤＰ＜１万美元，人口≥２千万）１０个。该组样本的选择能够明确中国在全球创新
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同时，通过样本组的分类与对比，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创新体系

效率及其影响因素间的差异。文中３９个国家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 ＯＥＣＤ数据库、
２０１０年ＩＭＤ世界竞争力报告、世界银行数据库和ＷＴＯ数据库，均为可获得的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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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９个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效率比较

国家
技术效率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年排名

经济效率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８年排名

综合效率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８年排名

挪威 ０．４９８ ０．３ ２６ ０．３９２ １．０７３ ２ ０．３９３ １．０１２ １
新加坡 １．０６７ ０．４１ ２５ １．１６８ ０．８８６ ５ １．１６４ ０．９２６ ２
美国 １．０５ １．０１ ３ ０．６６６ ０．７５５ ６ ０．６６６ ０．８８ ３
中国台北 — ０．２３ ３０ — ０．５５９ １６ — ０．８１ ４
爱尔兰 １．０２１ ０．４６ ２１ ０．７８３ ０．８９９ ４ １．０３４ ０．８０８ ５
斯洛伐克 １ ０．８５ ８ ０．４９２ １．０８６ １ １ ０．７７５ ６
卢森堡 — ０．６４ １４ — １．０４９ ３ — ０．６７６ ７
荷兰 １．０３４ ０．７８ ９ ０．５７５ ０．７２６ ７ ０．５７５ ０．６３７ ８
韩国 ０．４０９ ０．７７ １０ ０．３９ ０．４５２ ２２ ０．３８８ ０．６２６ ９
匈牙利 ０．８８８ ０．３ ２７ ０．３８７ ０．４６４ １９ ０．７１５ ０．６１７ １０
瑞士 — １．３１６ １ — ０．６５ １１ — ０．５７９ １１
芬兰 １．３０３ ０．４２ ２３ ０．４６８ ０．６６６ ９ ０．４７５ ０．５２３ １２
法国 ０．７８４ ０．６１ １７ ０．４８９ ０．６５６ １０ ０．４８９ ０．５１６ １３
英国 １．０１２ １ ６ ０．５３７ ０．５７６ １３ ０．５３７ ０．４８４ １４
希腊 １．０７３ １．０１ ４ ０．５５５ ０．６９２ ８ ０．７６１ ０．４７１ １５
日本 ０．９１７ １．０１ ５ ０．４９７ ０．５１２ １８ ０．４９７ ０．４４９ １６
瑞典 １．０９１ ０．７２ １２ ０．４２７ ０．５３６ １７ ０．４２９ ０．４１９ １７
丹麦 １．００２ ０．４９ ２０ ０．４１１ ０．５７６ １４ ０．４１１ ０．４０９ １８
新西兰 １ ０．６３ １５ ０．２９２ ０．２８３ ３０ １ ０．３９４ １９
加拿大 １．０３４ ０．５１ １９ ０．３７３ ０．４６ ２１ ０．３７３ ０．３９２ ２０
南斯拉夫 １ ０．４３ ２２ ０．５８８ ０．３１５ ２９ １ ０．３８５ ２１
墨西哥 ０．１７ ０．０４ ３９ ０．５２１ ０．４２５ ２４ ０．３４３ ０．３７６ ２２
德国 ０．９７８ ０．７７ １１ ０．３５４ ０．４３６ ２３ ０．３５４ ０．３６４ ２３
捷克 １．０８１ ０．１１ ３７ ０．３９１ ０．４６１ ２０ ０．２７９ ０．３５４ ２４
罗马尼亚 １．０５ ０．１１ ３８ ０．３０２ ０．６２８ １２ ０．１ ０．３４５ ２５
澳大利亚 — ０．４１ ２４ — ０．４１ ２５ — ０．３３３ ２６
奥地利 — ０．６２ １６ — ０．３９６ ２７ — ０．３１３ ２７
阿根廷 — ０．１３ ３６ — ０．３９８ ２６ — ０．３０２ ２８
葡萄牙 １ ０．１４ ３４ ０．３６５ ０．５６４ １５ １ ０．２９８ ２９
比利时 ０．８４９ ０．５５ １８ ０．２７ ０．３３４ ２８ ０．２７ ０．２５２ ３０
巴西 — ０．１２７ ３５ — ０．２５８ ３３ — ０．２２２ ３１
意大利 ０．７６８ ０．６９ １３ ０．２２２ ０．２５８ ３１ ０．２２２ ０．２０５ ３２
中国 ０．０８４ ０．１７ ３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２ ３９ ０．０５７ ０．１７８ ３３
俄罗斯 １．０６５ ０．１４ ３３ ０．１９６ ０．１７５ ３５ ０．１９７ ０．１７４ ３４
西班牙 １．００６ ０．２５ ２９ ０．１８７ ０．１８３ ３４ ０．１８７ ０．１５７ ３５
波兰 ０．０９５ ０．２６ ２８ ０．２２ ０．２３８ ３２ ０．０８４ ０．１５５ ３６
南非 — ０．１４ ３２ — ０．１５５ ３６ — ０．１４６ ３７
印度 — １．０８６ ２ — ０．０７２ ３８ — ０．０７６ ３８
土耳其 １．３９７ ０．９７ ７ ０．３０９ ０．０８８ ３７ ０．２１ ０．０５４ ３９
发达大国均值 ０．８８４ ０．６８３ — ０．４１３ ０．４７８ — ０．４１２ ０．４７４ —

发达小国均值 ０．９９４ ０．５５ — ０．５０４ ０．６５１ — ０．７ ０．５４５ —

发展大国均值 ０．６４４ ０．１５ — ０．２６９ ０．２４２ — ０．１６５ ０．２１６ —

　　注：表中瑞士、巴西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分别为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数据；印度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数据分别为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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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相关国家创新体系效率的评价

创新体系效率评价包含技术效率、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评价。技术效率评价，考虑国家创新活动

的技术有效性，投入要素包含创新投入的６个指标，产出要素为创新技术产出的２个指标。经济效率
评价，考虑国家创新活动的经济有效性，投入和产出要素分别为创新技术产出的２个指标和创新经济
产出的２个指标。在综合效率评价中，创新的输入变量为创新投入的６个指标，输出变量为创新经济
产出的２个指标。

从表２可以看出，以２００７年技术效率为例，瑞士、印度、希腊、日本、美国、英国是同时技术有效和
规模有效的，它们构成了全球创新体系技术产出效率的前沿面。对发达大国而言，技术效率都处于

０．６８—０．８８之间，保持了较为平稳的态势。发达小国的技术效率整体略有下滑，从１９９７年的０．９９４
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５５。而发展大国整体的技术效率较低，且变化较为显著。分析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主
要大国的技术效率，英国、美国创新体系的技术效率基本达到最优效率，处于有效值１之上。日本近
年来技术效率整体呈增长态势，已达到最优效率水平。韩国的技术效率增长尤为显著，从１９９７年的
０．４０９猛增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７７。印度的技术效率在部分年份达到最优效率水平，一定程度上表明，其
科技产出的转化能力已接近发达国家先进水平。而我国尽管技术效率呈增长态势但仍处于较低水

平，２００７年仅为０．１７。
经济效率方面，创新体系的经济转化效率普遍低于技术转化效率。以２００８年效率为例，仅卢森

堡、挪威、斯洛伐克三个国家是同时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的，它们构成了全球创新体系经济产出效率

的前沿面。从平均水平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效率有所提高，且小国大于大国；而发展大国的经济效

率较低且不断下降。可以看出主要发达大国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经济效率均未达到最

优，有待提高。与技术效率发展不同，印度的经济效率处于发展中国家后列，成为制约印度整体创新

体系效率的主要因素。我国创新体系的经济效率与印度水平相近，在全球创新体系中处于末位。

综合效率方面，以２００８年效率为例，仅卢森堡同时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发达大国综合效率多
处于０．５左右，并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发展大国也有所增长，而发达小国却略有下降。我国创新
体系的综合效率增长迅速，从１９９８年的０．０５７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１７８，增幅超过一倍以上。但相比
于全球创新体系，我国创新体系的综合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其中，经济效率的转化不足成为制约我

国整体效率低下的主导因素。

四、对相关国家创新体系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

表３分别列出了技术效率、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３个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创新体系
各要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１．创新主体子系统中，发达国家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系，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并不显著。而发展大国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效率、经济效率和综合效

率均无显著关系。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多数研发活动主要由企业来完成，企业是创新活动的直接创造

者。而发展中国家尚未过渡到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时期，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尚未发挥，尤其在技

术研发阶段，更多的依靠于研究型主体的研发投入。

发达国家中，企业研发合作构成在增值生产链上彼此互联的网络，形成了特定的产业群。产业群

的积聚与发展有利于创新成果的扩散与转化，提高了创新体系的经济效率和整体效率。而对发展中

国家而言，并未形成强强联合的效用。企业间合作与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均无显著关系，与技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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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用过程的经济效率提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源于合作技术、环境、制度等多方面原因，导

致了合作的失败或是低效，造成资源的浪费。

大学研发功能主要定位于基础研究阶段，而在研发的后端，主要由企业等主体来推动。发展中国

家的大学已基本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功能，在研究开发阶段发挥显著功能，但在创新扩散阶段及

整体效率提升方面，创新主体功能并未发挥作用。

２．创新支撑子系统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对经济效率和整体效率的提
升均有促进作用。由教育所带来的人口素质能力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促进了创新科技成果的扩散与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为后发国家跨越式追赶提供了可能。对发展中

国家而言，由于创新资源的稀缺，国家教育经费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家科研经费的支出。因

此，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与技术效率间有显著负相关关系是可以理解的。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中各种要素流动的载体，国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体

系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发达国家而言，基础设施的完善更多的是促进创新活动成果的转化与

扩散，而不是专利和论文的直接产出。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即“公路密度”对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

效率的提升，以及创新经济产出的转化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一是发展中国家尚未过渡到通过创新

网络链接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促进创新效率提高的阶段。二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资源的挤占

效应，短期内对公路建设的投资往往牺牲了研发活动的整体效益。

风险资本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经济效率的提升，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是一致的。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风险资本强度”并未与发展中国家综合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事实上，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风险投资活动的起步较晚，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水平还不

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程度还很低，与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支持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的现状

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风险投资的发展尚不足以支撑创新体系整体效率的提升。

３．创新环境子系统中，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在发达国家中，尤其是在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阶段，均
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在技术效率转化阶段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研发的主要资助对象为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而对企业资助相对较少。发达国家的企业研发活动与高校研发活动均促进了创新

技术效率提升，而创新成果的扩散与经济产出转化则主要由企业推动。由政府出资的研发活动往往

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容易造成资源浪费，降低系统整体效率。发展中国家政府资助对提高技术效率

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对经济效率和综合效率则无显著影响。

知识产权是科学、技术、文化达到一定高度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政府通过法律来保障发明者从

其发明中获利，有效地激发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过度的保护往往会限制新思想的传播和创新扩散。

对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增长专利产出，而且对于保护创新成果，促进创新成果的转

化，实现其商业化价值，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专利保护更多地表现为对

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尤其在创新扩散阶段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见，专利保护的实施应符合国家的

发展阶段，不能一味的效仿。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制度促进了国家创新科技产出效率。而发展中

国家在创新活动的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由于贸易保护制度减少了产品间的有效竞争，保护了幼稚和低

效企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效率。

４．创新体系链接流中，人才流动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并且更多地表现
为研发阶段的负效应。由于创新研发活动为长期的持续性的研究开发工作，承担着较大的风险，人才

流动往往会引起研发活动的提前终止，不利于研发经验的积累。对发达国家而言，人员的流动在技术

效率产出阶段的负效应远远小于发展中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发达国家人才流动对持续性创新

的影响作用更小。

发达国家的 ＦＤＩ流入对创新体系的经济效率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然而整体而言，ＦＤＩ流入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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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创新体系效率并未造成影响。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ＦＤＩ流入与创新体系经济效率之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ＦＤＩ对东道国技术转移的外溢效应是显著的，技术转移带来了创新成
果的快速扩散，提高了创新体系的经济效率。但ＦＤＩ与创新体系的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
系，说明ＦＤＩ对本土企业技术促进作用实际上很有限，尤其是对本土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甚至起到
了抑制作用。

表３　国家创新体系效率影响因素的Ｔｏｂｉ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技术效率（模型１） 经济效率（模型２） 综合效率（模型３）

Ｃ ０．５５２（０．７９８） １．６１６（０．４５４） ０．１４９（０．２９６）
ＤＵＭ －３．７５０（１．６２） －０．６２１（０．９２３） １．６５７（０．６０１）
ＬＧＤＰ ０．１６５（０．０５９） －０．０８５（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０．０２２）
ＬＰＯＰ －０．０５９（０．０４３） －０．０４０（０．０２４） －０．０３４（０．０１６）
ＢＲＤ －０．００７（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ＢＲＤＤＵＭ ０．０４１（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０．００６）
ＴＣ ０．０３９（０．０４６） －０．１３６（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０．０１７）
ＴＣＤＵＭ －０．１１（０．０６７） ０．１７６（０．０３８） ０．０５１（０．０２５）
ＨＲＤ ０．０１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ＨＲＤＤＵＭ ０．０１９（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０．００８） －０．０２３（０．００５）
ＥＮＴ －０．０７５（０．０３８） ０．０５７（０．０２２） ０．０４３（０．０１４）
ＥＮＴＤＵＭ ０．１２９（０．０５１） ０．００８（０．０２９） ０．０１（０．０１９）
ＲＯＤ ０．１４３（０．１１１） －０．４４２（０．０６３） －０．２７８（０．０４１）
ＲＯＤＤＵＭ －０．１８（０．１２１） ０．４７３（０．０６９） ０．２９１（０．０４５）
ＶＣ ０．０６５（０．０４７） ０．０５９（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０．０１８）
ＶＣＤＵＭ －０．０９６（０．０６） ０．００９（０．０３４） ０．０２８（０．０２２）
ＧＲＤ ０．００４（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ＧＲＤＤＵＭ ０．００３（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０．００４）
ＩＰ －０．０３１（０．０４４） －０．０６６（０．０２５） －０．０３４（０．０１６）
ＩＰＤＵＭ ０．１０６（０．０６６） ０．０６７（０．０３８） ０．１１７（０．０２５）
ＴＲ －０．０９７（０．０３６） －０．０２２（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０．０１３）
ＴＲＤＵＭ ０．１３４（０．０６６） ０．００２（０．０３７） ０．００６（０．０２４）
ＢＤ －０．１５３（０．０５５） ０．０４（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０．０２）
ＢＤＤＵＭ －０．１００（０．０５７） －０．０３７（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０２１）
ＦＤＩ －０．０４７（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０．０１）
ＦＤＩＤＵＭ ０．００４（０．０３２） －０．０４５（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０．０１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５８６ ０．６６７ ０．８５３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２．１２ ７５．５３ １３１．９１

　　注：表示在０．１０水平显著；表示在０．０５水平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显著。

五、初步结论与对策思考

从３９个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效率评价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创新体系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可
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发达国家创新体系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创新体系效率发展态势良好，但仍处于

较低水平；经济效率明显低于技术效率。高校研发经费使用过剩，研发人员数量冗余，科技论文成果

转化率低，创新活动引致的生产率提高严重不足是创新体系效率低下的主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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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效率影响因素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效率阶段影响有着显著区别；并且分别

来看，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自身而言，效率影响因素针对效率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影响也存在较大

区别。分析上文效率影响因素的结论，可提出几点对策性建议：一是就现有阶段而言，政府对创新体

系的直接扶持仍有助于创新体系效率的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确立。从长期来看，政府

应积极转变其功能，更多地采用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等措施引导、扶持企业

的创新活动，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此外，从发达国家经验

看来，企业间的创新合作有效地促进了创新体系效率的提高，值得借鉴。二是政府应进一步提高我国

现有教育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大学的研究型功能，完善大学在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以推进对

创新体系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同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完善网络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扩散效率的提升。三是发达国家中，风险投资的发展已成为创新体系效率的

重要推动剂。但在发展中国家，尚不足以支撑创新体系整体效率的提升。对我国而言，风险投资起步

较晚，有必要进一步推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四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创新体系内部间的链接作用仍非常

薄弱，产学研合作不足以提升创新体系效率。应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完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创新

主体主观能动性，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有效实施。另外，ＦＤＩ的流入对我国创新体系效率的整体提高并
不显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应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通

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创新体系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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